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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教育代表主流社会和国家利益，而地方知识则存在于具体的社区脉络中。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

社区里，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的关系更深地潜藏在国家与乡村互相建构的关系之中，学校对新时期乡民的真实文化需

求，例如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忽视，很可能是导致学校与社区关系趋于紧张的主要原因。学校与

社区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命题，亟待相关专家学者在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通过扎实的民

族志研究提供有益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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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义务教育，从欧美国家的历史来看，其实质就
是一种基本文化知识教育，是 “公民教育＋生存教
育”的复合体，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 “后发展国
家”，义务教育的普及，一方面确实显示出了社会
的迅速发展和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一些
“事与愿违”的现实后果。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
区的乡村社区，大量由现代学校教育生产出来的
“文化边缘人”的现实存在及其生存能力的薄弱，
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功能。
在保持文化多样性之理念的鼓舞下，在解决现实问
题之迫力的催逼下，“地方知识”①进入了人们的视
野，在中国大陆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简称
“新课程改革”或 “新课改”）的进程中，不断有学
者要求将其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课程体

系，以解决那些初中毕业不能升学者的出路问
题。［１］

这一理念 “看上去很美”，但是理念的产生并
不等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在一个具体的乡村社区
里，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的当下关系究竟如何，这
种关系是怎样生成又怎样演变的？毫无疑问，在将
理念付诸实践之前，必须先回答上述问题。

自１９９６年以来，笔者利用人类学研究文化变
迁的常用方法———持续观察法 （亦称纵向研究法），
对中国西北一个裕固族乡村社区———甘肃省张掖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进行了数次田野研究，期
间收集了大量关于这个社区的资料，２００８年写出
了以 “学校教育和地方知识的关系”为切入点描述
和解释明花社区现代性百年 （１９０７—２００７）历程的
民族志，２０１０年出版同主题学术专著。［２］本文即是
以这项民族志研究为基础，尽量简洁地对乡村社区
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的关系进行描述和阐释。

二、研究背景说明

（一）田野点的背景说明
“明花”这一地名是１９４７年中华民国政府废除

当地的部落制度，实行保甲制，成立明花直属保的
时代产物，取明海、莲花两个藏传佛教寺院首尾字
谓称。１９４７年以前，明花主要是裕固族亚拉格家
（部落）和贺郎格家 （部落）驻牧地，现在的行政
建制是一个乡，由３片１４个村委会组成，属甘肃
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对明花有着不同的认

知。在裕固族地区，明花因为它的经济贫困和沙尘
天气而出名，更因为它作为曾经的 “歌舞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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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乡”和 “教育之乡”而备受称道。明花人
勤劳、乐观，尽管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生活条件相
对严酷，但是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时时不忘用自
己的劳动和歌声来建设和歌颂它。
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中，明花

社区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代表性。回首百年
（１９０７—２００７），这个乡村社区发生了多面向的系统
变迁：从族群文化的角度而言，从一个以尧乎尔
（裕固族自称）为绝对主体的单一族群文化社区转
变为一个以尧乎尔为主体的，有汉、藏、土、蒙
古、哈萨克等组成的多元族群文化社区；从语言文
字的角度而言，从一个以尧乎尔语 （西部裕固语）
和藏文为主，以汉语方言和汉文为辅的社区转变为
一个以汉语方言和汉文为主，以尧乎尔语为辅的社
区；从婚姻与继嗣制度的角度而言，从一个双系并
行 （明媒正娶婚行父系继嗣制度，帐房戴头婚行母
系继嗣制度）的社区转变为行一夫一妻制和父系继
嗣制度的社区；从生计方式的角度看，从一个以畜
牧业生产为主，以手工编织和驼队运输为辅的社区
转变为一个以农业为主，以牧业为辅的、多种生计
方式并存的社区；从社会组织的形态而言，从一个
传统部落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乡村社会；从政治制
度和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从帝制王朝的部落联盟
制下头目世袭制为主，户族精英为辅的习俗－权威
型控制方式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中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下以党政科层制的资源－利益型控制方式；从
宗教信仰的角度而言，从一个格鲁派藏传佛教和萨
满教并存，祖先崇拜之风甚烈的社区转变为寺庙衰
落、信仰淡化、惟祖先崇拜仍广为流行的社区；从
教育的角度而言，从一个以地方知识教育为主的社
区转变为一个以官方知识教育为主的社区，现代学
校教育取代了传统寺庙教育成为社区的主要教育组

织形式，学校取代寺庙成为 “知识－文化”传播的
中心，在青少年儿童的文化成长过程中，家庭教养
扮演的中心角色，至少在乡民的观念上被学校教育
替代。

（二）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学校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取向的教育人

类学研究的经典命题。由于绝大多数人类学研究都
聚焦于 “文化”之上，所以，作为人类学的子学科
之一的教育人类学或人类学的子领域之一的 “人类
学与教育”，对学校与社区的关系问题的探讨，实
际上常常是学校教育与社区文化之关系的探讨。②

根据在国际教育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 《教育大

百科全书》之 “教育人类学”分册的总结性论述，
至少美国的教育人类学在 “学校与乡村社区的关
系”这一研究主题上聚焦于 “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
的关系”的调查与分析上，具体的研究进路可分为
两条：一条是 “乡村社区对外来文化的抵抗和顺
应”，一条是 “学校中的地方文化”。［３］在中国大陆
的教育学术界，“学校与乡村社区的关系”主题近
年来也得到了研究者较大且连续的关注，已有数部
教育人类学作品出版，例如李书磊的 《村落中的
“国家”》［４］和司洪昌的 《嵌入村庄的学校》［５］等，
其中李书磊把乡村学校看作是 “村落中 ‘国家’”
的观点影响广泛。
本文描述和阐释乡村社区中学校教育与地方知

识之关系的生成与变化，实质上仍然是探讨学校与
社区的关系问题。过去，在中国乡村教育研究界，
就社区与学校的关系有两种基于不同立场、不同视
角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进路：一种是基于 “国家”的
利益和意识，研究学校如何在 “乡村”的发展进步
中发挥其功效，常常以 “城乡二元结构”为参考背
景，在 “城”与 “乡”的比较中设问和解释，研究
者多对学校教育之于社区发展持肯定的、改良的态
度；另一种是基于 “乡村”的利益和意识，研究学
校如何在 “乡村”的衰落凋敝中发挥其功效，常常
以 “国家－社会”的关系为分析框架，在乡村问题
的调查研究和归因分析中设问和解释，研究者多对
学校教育之于社区发展持否定的、重构的态度。也
就是说，基于 “国家”的立场，研究者认为学校教
育是促进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进步力量；基于
“乡村”的立场，研究者认为学校教育是架在乡民
头上的两台 “抽血机”之一 （另一台是银行系统，
抽走了乡村的金融资源），抽走了乡村的精英人才，
使乡村缺乏高素质的成员，使社区振兴更是遥不可
及。
上述两种乡村教育研究的观点和进路，实际上

是对学校教育之于乡村发展的 “利”与 “弊”的不
同偏重和强调。基于 “整体论”的民族志研究，笔
者的观点是现代乡村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是联接

“国家”与 “乡村”。过去许多对 “乡村共同体”抑
或 “村落共同体”及其教育的研究中，常常把 “国
家”想像为 “乡村”的他者，一种异己性存在或力
量，“乡村”也被认为一直都远离国家发生的政治
斗争或社会运动。研究说明，这种想像是虚假的，
并不是事实。实际上，“国家”与 “乡村”息息相
关， “国家”创造了 “乡村”， “乡村”也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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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代乡村学校教育中通过 “国家”和 “乡
村”等系列概念及其相关观念的传播和形塑，在这
一创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基于对明花百年发展历程的民族志观察和书

写，［２］我们在肯定上述两种观点和进路的确揭示了
“有限的真理”的基础上，也必须认识到它们的局
限性：对于从 “国家”立场和视角出发的研究而
言，忽视了以升学为目的的精英式教育及其价值的
阐释和传播，以及脱离乡村生活实际的学校教育内
容等，的确造成了 “受害者被谴责” （例如，那些
因学业成绩不良未能升学的孩子被认为是没有出息

的）等不公平、无正义的社会现实后果；对于从
“乡村”立场和视角出发的研究而言，忽视了被
“国家”从 “乡村”抽走的精英人才也可能对自己
的 “家乡”或 “族群”做出 “反哺”的姿态和行
动。

三、学校教育：在国家与乡村之间

以１９３９年现代学校教育的确立为界，明花日
常教育生活世界和日常社区生活世界的关系大体走

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者不分彼此，浑然一
体，没有专门的教师和教学内容，没有明确的师生
关系。第二阶段，日常教育生活世界从日常社区生
活世界分离出来，在固定的教育机构———学校内传
授特定的知识 （主要是官方知识），结果就产生了
学生所学的知识与日常社区生活世界的膈膜和脱

离。本来这种脱离是现代教育的一个特点，但是，
由于课程知识作为国家法定知识过多地体现和反映

了国家利益，结果使得乡村社区人民的文化和利益
被严重地忽视了，并且由于 “传统”与 “现代”、
“野蛮”与 “文明”、 “落后”与 “先进”、 “城市”
与 “乡村”、“西部”与 “东部”、“汉族”与 “少数
民族”、“地方大民族”与 “地方小民族”等等一系
列过于僵化的 “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国家
发动的过于强制的 “政治运动”或 “经济改革”实
践，［６］［７］使得西部的、乡村的、少数民族的、小民
族的文化被污名化了，被标定为 “传统的”、“落后
的”、“待开发的”、“待发展的”。这样，就极易造
成一种略显奇怪的现象———像明花这样的西部少数
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的发展滞后是一种 “自我实现
的预言”，［８］它们始终处在一种追求先进的发展历
程中，目标被赋予 “进步的价值”，总是在前方，
有时清晰得唾手可得，有时模糊得几近虚无。
现代社会通过其各种各样的组织、制度、仪

式、运动以及无孔不入的 “现代性”意识形态渗
透，让人们相信学校是公平正义的，同时也是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机构。乡民被告知说，学校为
所有人提供了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和提高社会地位的

平等机会，结果，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情势下，当乡
民的孩子既不能因其所受的教育而改善自身经济状

况，又不能提高社会地位时，他们 （她们）的父
母、亲友、邻居和老师，甚至他们亲密的伙伴就会
责怪他们未能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因此被看作是
“没有出息的”、“不成器的”、“愚笨的”和 “低人
一等的”。作为学校为所有人提供向上的社会流动
的平等机会这一神话的结果，使乡民很容易地把孩
子在学校的低学业成就导致的 “失败的人生”全部
归因于自身的 “缺陷”，例如，“祖上八代都不识一
个大字”、“天生就是捋牛尾巴的”、“没出息的 （父
母）生下的 （孩子）还是没出息”、 “天生就是穷
命”等等，而不是学校系统以及建立其上的 “学校
化社会”（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国家通过自己控制的代理机构，例如信息媒体

等不断塑造和强化一种对学校教育的大众化看法

———学校教育就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的，而学校
就是教师在学生中的对 “材”进行选择和加工的地
方———以使这种看法深入人心，成为国家对社会的
“承诺”。国家怎样对乡民兑现它的 “承诺”呢？一
方面，国家通过 “城乡二元结构”来实现对 “材”
的选择。通过由古典进化论支撑的政治意识形态的
散布，塑造了 “先进的”城市和 “落后的”乡村，
因为 “落后”必然向 “先进”靠拢，因此城里的学
生上学是接受教育，乡村的学生上学是接受 “改造

＋教化”，首先他们必须承认乡村是 “落后的”，城
市是 “先进的”，然后才能接受教育。试想，假如
有一位明花学校的学生写一篇作文，说夕阳下的明
海古城比丽日下的天安门更富有诗意，更加宏伟壮
阔，那么无论他 （她）的这篇作文写得多么好，都
将由于 “立意”的问题而成为 “一个愚蠢至极的笑
话”。③

另一方面，乡村学校教育的潜功能———社会控
制功能的效应远超过它的显功能———启智育人功能
的效应。从 “乡下娃娃”到 “栋梁之材”这个过程
中，学校是一个过渡性的机构，学校教育是一个过
渡性的仪式。乡村学校被认为是一个文化所在的场
所，因为乡民认为他们 （她们）“没有文化”。乡民
认为学校的存在，就是为了教育他们的孩子，是为
了他们的孩子 “鲤鱼跃龙门”服务的。然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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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有零星的 “材”被选中，大多数学生没有走上
“体制的轨道”，因而被国家标签为 “不合格的”，
被父母乡邻认为是 “没有出息的”。

四、为什么地方知识没有进入学校教育

现代性学校教育之所以能够使 “国民”或 “公
民”均质化，它的本质就是传播一种特殊的意识形
态，使人们相信有所谓 “普世知识”的存在。其过
程就是使儿童的 “身心”去地方性，从而把他们
（她们）的 “身心”培养成 “国民”或 “公民”所
需的 “身心”。
地方知识不能进入学校教育，根本性的原因在

于学校教育的本质———学校教育最终是为国家服务
的，是国家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谁在学校
接受教育，无论他 （她）取得成功还是获得失败，
无论他 （她）最终是否为国家服务，都只是国家机
器的运作过程的被动参与者。
地方知识与学校教育的矛盾即在于学校教育系

统是如此强大，是国家的 “基础工程”，以至于足
以将 “普世知识”及其信念传播开来和传承下去，
而 “地方知识”及其信念更多地存在与人文社会科
学界的一小部分人中，在社会公众中缺乏影响力，
更遑论进入国家的政策或体制层面，成为学校教育
的 “钦定知识”（即官方知识）。
近年来，在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界，有学者提出

“地方知识”进学校，进课堂的观点。通常这种观
点借用了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的立场和观点、知识
和话语，是一种在教育民主化的诉求驱使下，力图
祛 “官方知识”的文化霸权地位，同时也是对 “新
课程改革”提供的资源 （包括研究经费和话语系统
等资源）和国家对学术创新要求的利用。我们可以
轻易地发现，很多此类研究者并没有田野研究作为
基础，而只是重复 “在纸上呐喊”的文字游戏，而
且对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术语的引借显得过于随
意。对于那些具有 “少数民族身份”且有强烈的
“民族认同”的研究者，提出这种观点，不能排除
部分是出于研究者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或为了解决研

究者自身的身份焦虑问题的可能性。
以上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讨论，在具体的乡

村社区中，人们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２００４年
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在当时的 “明花区学校”召集
了一个小型教师座谈会，讨论学校教育是否应该传
承裕固族文化这一问题，教师的立场和观点就是多
元的：

校领导：明花区 （当时明花区有三个乡和一个
农业综合开发区组成———笔者注）过去是裕固族的
聚居区，明花农业综合开发区建起来以后，人口迅
速增长，原来大约有２０００多人，其中１７００～１８００
多人是裕固族，现在明花区大约有３３００～３４００多
人。现在开发区大约有３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亩耕地。但
是，由于气候干旱，草场退化、盐碱化，环境恶化
等原因，出现了 “滩不养人”的现象，所以，建了
开发区，实行移民搬迁。
现在整个开发区的干部、群众干劲十足。我觉

得明花 （区）主要还应该以发展畜牧业为主。我们
这个学校，刚开始是一所移民学校，位于开发区的
中心地带。现在共有学生３２７人，教师２９人，其
中裕固族教师９人，会说裕固族语言的教师４人。
说老实话，原来的明花区学校 （设在原莲花乡政府
所在地）禁止或不提倡学生在学校使用裕固族语言
（起始时间大约是在１９９２年），老师也要尽量不说
裕固话。到现在大约已经有１０年时间。我们也觉
得应该在学校教育教学中融入裕固族文化的内容。
去年 （县）教育局下了通知，［７］要求学校开展裕固
语兴趣小组，可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开起来，这
与我们学校领导没有重视也有关系。我们学校有４
个会说裕固话的老师，也安排了老师，让他们开展
裕固语兴趣小组的活动，但是学校没有抓落实。我
想，我们学校今后要把这一块重视起来，抓起来。
教师甲：以前滩 （乡）为例，当地的裕固族已

经汉化了，不会说裕固话了。这是无法向子孙后代
交代的。裕固话是裕固族的一个宝贝，应该尽快开
展裕固族语言兴趣小组的活动，不要再让莲花乡和
明海乡的裕固族娃娃把裕固话丢掉了。
教师乙：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学校是培养走向

世界的开放性人才。民族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到
底还有没有用？我觉得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民
族的情感，还是对的。
教师丙：唉———我看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把裕固

族的东西丢得差不多了，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啥都不
知道。我看，现在也就剩个语言了，所以语言不能
消亡。语言再消亡掉，裕固族就差不多完了。光学
校里开展裕固话兴趣小组，我看还不行，我们还应
该在家长会上提倡，叫家长也要重视起来，多给娃
娃教裕固话。
教师丁：我们也得考虑，就是学校里教裕固

话，裕固话究竟能不能保住，前滩 （乡裕固）人已
经不会说了，现在，明海 （乡）也开始有娃娃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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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开发区的大部分人说汉话，搬到开发区的裕
固族也没有 （语言）环境了，将来裕固话能不能保
住真的很难说。
教师戊：其实其他课的教学过程中，也可以穿

插一些裕固族文化的内容，比如说历史课就可以
么。历史课上给学生讲一讲裕固族的历史，不是说
非得正儿八经地讲，至少教学生知道裕固族是从哪
里来的。
教师己：我看民族文化当然得保存，但是要保

存优秀文化，也就是要保留民族文化的精华，不是
说啥都要保存。说裕固话的学生，汉话说得就是不
行，这个问题也得解决。不会说汉话，不要说以
后，就是现在生存都有问题。
教师庚：裕固话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宾语前

置，这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学生刚学着造句的
时候。还有就是 （ｚ）和 ［ｚ］、 （ｃ）和 ［ｓ］不分。
（小括号内为汉语拼音，方括号内为以国际音标为
基础的西部裕固语音标———笔者注）
教师辛：我觉得老师要教学生跟上时代潮流，

要教学生有一种现代气息，一些落后的东西就得扔
掉，不然的话，怎么发展？
教师壬：裕固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我们要

发挥这个长处，这样更可能使一个民族有历史、现
在和将来。
校领导：开展裕固族语言兴趣小组，我也有一

个考虑，就是这个活动要在什么范围内开展。学生
学汉语、英语本身就负担很重，再学裕固族语言，
是不是负担也太重了？普通话的教学也很受影响。
教师甲：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娃娃学语言，关

键要看怎么教呢。娃娃学裕固话，不能再像教汉
语、英语那么个教。本身就有些娃娃会说，而且还
说得好，老师主要是把娃娃的兴趣要调动起来，鼓
励他们平时互相说，学起来快得很。普通话么，不
要说裕固族娃娃，汉族娃娃也说得不行，主要是没
有环境，这连说裕固话没啥关系。
实际上，直到２００７年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

现明花乡的各学校也没有落实自治县教育局下发的

《关于开展民族语言第二课堂活动的通知》，［９］相
反， “禁止或不提倡学生在学校使用裕固族语言，
老师也要尽量不说裕固话”的隐性规定仍然存在。
裕固族家长强烈要求学校教授裕固族语言和历

史，［１０］可是学校一直对教育局的 “通知”和家长的
要求置若罔闻。校方认为 “通知”是个 “软性的”，
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而政府部门下达的各项指

标，如小学 “三科合格率” （语文、数学、英语成
绩合格率）、初中 “六科合格率”（语文、数学、英
语、政治、化学、物理成绩合格率）、失学率、辍
学率才是 “硬性的”，必须全力以赴去达标，政府
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也是用这些指标去衡量
学校的办学状况的。
在田野调查中，明花各学校只有一位音乐老师

在明花学校组织了一个合唱队和一个舞蹈队，意图
去发展唱歌和跳舞方面 “有天赋”的学生的特长。
在她提供给我的面试名单等资料里，没有一个孩子
唱 “裕固族歌曲”，也没有一个孩子跳 “裕固族舞
蹈”。不过，这位音乐老师热情很高，对这里百姓
和学生的歌舞表演才能或特长的评价很高，她本人
的 “美声唱法”在政府、学校的知名度很高，大家
都觉得她热情大方，歌唱得好。她是我在明花学校
见到的对学生和生活唯一充满信心的老师。
大多数老师对 “地方知识”的评价很低，认为

“没有用”，不值得学习。有一位老师真诚地向我谈
起，他很想编一册乡土教材，主要是向学生介绍明
花的历史和裕固人的风俗习惯，但是他十分担心学
校领导发现后批评他 “不务正业”，因而迟迟没有
动手。本来 “新课程改革”实行的三级课程———国
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管理体制，给了
乡村学校回应乡民的将部分 “地方知识”纳入课程
体系的 “制度空间”。但是基层政府部门，特别是
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价体制是悬在乡村学校头上 “利
剑”。２００６年田野调查中，自治县一位教育行政官
员说，教育局对各学校编写乡土教材，开发校本课
程持 “三不态度”（不表态、不参与、不支持），但
是随着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和高

涨，皇城镇肃南二中开发 “裕固族乡土教材”的实
践的发展，社会各界对编写乡土教材，开发校本课
程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１１－１４］

如果说明花学校编写乡土教材，开发校本课
程，传承地方知识尚处在政府、学校和社区三方的
就权力与资源展开的博弈之中，待见分晓的话，④

笔者认为，首要的事情是学校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对
“地方知识”的肯定态度，承认 “地方知识”对乡
民人生和社区发展的重要价值。正如台湾教育人类
学者周德祯在谈到 “地方知识”时所说： “Ｇｅｅｒｔｚ
认为 ‘当地知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是某一特定
族群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与解释，经由族群绵延繁
衍，它本身就充分具备合法性，足以获得认同和肯
定。我认为少数族群本身更应该具有信心，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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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知识只要加以整理，系统化、抽象化便是一种
理论。就如Ｂｒｕｎｅｒ说：‘毕竟，故事也是在处理人
类意义的理论。’”［１５］（Ｐ２０９）

五、结语

依据多数乡民的看法，自１９３９年兴办起现代
学校教育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机构及
其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受教育、学文化”也已经成为他们人生
历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段经历。明花拥有较为浓厚的
教育文化传统，教育也曾给这个社区带来 “文化之
乡”和 “教育之乡”等美誉。对于有些子女教育获
得成功的家庭而言，学校教育是光宗耀祖、改变命
运、实现心愿的重要工具，而对于有些子女教育未
获成功的家庭而言，学校教育的价值未受质疑，倒
是教师的低素质、不敬业和子女的不聪明、没出
息，甚至祖先没有积德等屡遭指斥。

１９３９年现代学校教育的兴办是社区教育转型
的分水岭：之前的整个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文
化濡化再生产社区合格成员，以便维持社区文化系
统的正常运转；但之后兴起的学校教育实际上是现
代性的代理机构，其主要目的是在变迁的社会中，

负起把年轻一代从 “传统”中解脱出来，作出向
“现代”转变的历史使命。从教育目的的角度而言，
旧式的传统教育培养的成员是为部落社区所用，而
新式的现代教育培养的成员是为国家社会所用。
在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一开始，现代的学

校教育在帮助尧乎尔族群适应社会变迁方面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教育，以文化同化
和社会整合为主要功能的学校教育的弊端开始显

露，由于它总体上是主流社会文化的代表，对族群
传统文化的持续排斥成为导致族群语言使用人口锐

减、传统知识衰亡的重要成因。
新时期 （１９７８年）以来，随着族群意识的勃

兴和族群文化保护和复兴需求的高涨 （实际上，随
着族群传统文化的逐渐消亡，文化断裂和社会失序
现象开始出现，尧乎尔人的族群认同感陷入越来越
深的焦虑之中），学校系统作为国家机器系统的有
机组成部分，对社区尧乎尔人将族群文化，特别是
本族语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的强烈要求未能及时作出

回应，导致尧乎尔民众对学校教育价值的评价走
低，又由于学校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举措无
多，效益不彰，导致社区与学校的关系趋向紧张。

［注　释］

①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在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一般译为
“地方性知识”，也有人译为 “地方知识”，台湾社会科

学界译为 “地方知识”，也有人译为 “在地知识”或
“当地知识”，本文取 “地方知识”的译法。因为笔者

认为 “地方性知识”的译法在汉语学术界引起了对格

尔茨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２６—２００６，又译为格尔兹、

吉尔兹，台湾学术界译为葛慈、纪尔兹）的原意的误

解，认为知识的属性是 “地方性”的，只有 “地方性

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实际上，格尔茨的原意是强

调作为比较意义上的 “文化体系”的 “地方知识”及

其传统是 “多元的”，对生活世界的主位理解和解释具

有充分的合法性，人类学研究就是对作为 “文本”或
“象征符号系统”的文化的多元阐释。参见：巴战龙．
地方知识的本质与构造：基于乡村社区民族志研究的

阐释．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９，（１）：１６０－１６５．

②　从以文化分析为取向的美国教育人类学对这一问题的

研究，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参见：（瑞典）胡森等

著．教育大百科全书 （２）．张斌贤等译．重庆：西南

师范大学出版社；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２－１５．

③　这个 “例子”是２００７年田野调查中一位具有高中文化

程度，善于思考且多有创见的报道人提供的，特此致

谢。

④　近年来，明花籍的裕固族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地参与

这一过程并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参见：巴战龙．简

论民族文化传承与裕固族教育．牧笛，２００４，（１－２）：

７９－８０；巴战龙．裕固族学校教育功能的社会人类学

分析．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０６， （６）：３７－４４；巴战龙．
成就与问题：裕固族教育研究六十年．民族教育研究，

２００７， （６）：１０４－１０９；巴战龙，巴玉环．简论２１世

纪裕固族教育的文化使命．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０８，

（６）：４３－４６；巴战龙．两次裕固族语言教育试验失败

的归因分析与相关政策探讨：基于两项教育民族志研

究．教育学报，２００９，（４）：８３－８８；钟进文．乡土知

识不可忘却：从几件小事说起．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９，

（１）：１７７－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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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 ［Ｍ］／／

滕星、张俊豪．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北

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９７－２８２．
［１１］　巴战龙，等．为了裕固族的明天———甘肃省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校本课程开发纪实 ［Ｎ］．中国

民族报，２００６－０８－１８ （３）．
［１２］　铁穆尔，巴战龙．尧熬尔文化 （教育专刊） ［Ｚ］．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２００６，（２）．

［１３］　金清苗．“裕固族乡土教材”研究 ［Ｄ］．北京：中

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
［１４］　安维武．裕固家园 （裕固族乡土教材） ［Ｍ］．兰

州：甘肃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　周德祯．排湾族教育———民族志之研究 ［Ｍ］．台

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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